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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究数字经济、双重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逻辑关系，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现绿色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 以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国家自创区沪深 Ａ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

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深入剖析双重环境规制的传导效应与门槛效应。 研究发现，数字

经济对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该结果在国家自创区不同区域、行业和企业层面

存在显著差异。 数字经济通过双重环境规制的传导途径促进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进一步门槛效

应检验发现，双重环境规制在数字经济与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门槛特

征。 基于此，国家自创区应做好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发挥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赋能效应，
从而为国家自创区企业创新注入绿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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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绿色创新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简称国家自创区）厚植创新优势、践行生态理念以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 作为国家自创区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企业逐渐成为实现绿色发展的行为主体，更加

强调环境可持续导向与区域创新的有效融合，是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驱动力［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会议工作中指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深刻阐释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

与趋势，从国家战略规划层面突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从宏观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扩

大数据要素投入［２］、增强外部治理功能［３］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４］ 等传导途径促进区域环境改善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５］。 从微观层面来看，数字经济依赖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在加速

企业管理变革［６］、提高生产效率［７］和降低社会成本［８］等方面取得显著效果。 由此，数字经济已成为带

动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核心动力，促使传统技术经济范式向数字经济范式转变，是推进高技术产业

发展、促进技术进步持久不衰的动力［９］。 数字经济凭借密集知识创造和广泛赋能作用，推动国家自创

区企业由被动响应向主动治理转变，成为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力量。
本文聚焦国家自创区的研究视域，充分阐释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

制。 区别已有文献，文章可能的研究贡献在于：一是在研究角度上，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国家自创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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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将数字经济、双重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纳入同一框架，较好地弥

补相关研究的不足；二是在研究内容上，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的直接效应，采用

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究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在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间接效

应和门槛特征；三是在实践价值上，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国家自创区不

同区域、不同行业和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差异，为数字经济发展与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创新有效融合

提供政策启示。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以数据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依托数字空间和密切联系的信息网络链接成多形态

组织，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１０］。 国家自创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先发优

势，数字投入水平的提升、数字沟通平台的搭建，为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开展奠定了资源和知识基础。
在学习效应方面，由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可再生性、复制性和共享性特征，国家自创区企业借助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整合方式，识别自身资源与战略需求，搭建企业主体间高效连接的信息网络，使
得跨越时空约束参与绿色创新活动成为可能。 基于信息加工理论，数字技术深度融入企业绿色创新

战略，利于企业获取共享信息，在实现信息的有效处理与加工后进行模仿和创新［１１］。 数字经济发展

使国家自创区市场环境更加公开透明，依托数字技术优势不仅降低了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时间交易

成本，还可增强企业对所处创新环境的感知能力［１２］。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数字经济新范式强化国家

自创区企业机会识别与思维转换的动态能力，激励企业在增加研发资本、技术投入过程中优化资源利

用效率，以适应竞争环境变化、获取先发优势从事绿色技术创新［１３］。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二） 数字经济、双重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通常而言，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往往是政府与企业之间博弈的结果。 相较于企业，政府在环

境污染行为监管中存在时滞性，大部分正式环境规制政策一般在企业存在污染行为后实施，使得政府

在信息获取方面处于劣势地位［１４］。 数字经济发展为国家自创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提供了新的路径，有效改善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推动政府由末端治理向前端治理转变。 一方面，环
境监测系统、大数据平台等应用，改变政府信息获取的劣势地位，有效提升正式环境规制的监管效率。
另一方面，基于波特的创新补偿理论和先动优势理论，合理的正式环境规制政策可能对企业绿色创新

活动产生倒逼效应［１５］。 在环境规制政策的准确预见、科学决策下，企业在长期发展中以加强绿色技

术创新提升竞争优势。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发展亦会提升社会公众的环境关注度，即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从而影响国

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其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有效拓展了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关

注渠道，增强对企业污染行为的有效识别，促使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有序开展。 其二，伴随数字

经济发展与环保意识的提升，社会公众积极践行绿色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增强对生态环保型产品的需

求，使企业因追求经济收益和额外利润提升其绿色技术创新。 其三，非正式环境规制“软监督”是正式

环境规制“硬监督”的有效补充，以社会公众视角增强对企业污染行为的关注具有多元性、创新性等特

点，辅助正式环境规制发挥协同互补效应，是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不可忽略的另一重要力量。 综上

所述，本文提出假说 ２。
假说 ２：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提升双重环境规制强度，进而促进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三） 双重环境规制对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

基于波特假说，当“创新补偿”效应高于“遵循成本”效应时，企业往往会选择以提高研发创新投

入的方式，规避其因环境污染缴纳的成本，从事绿色技术创新活动。 国家自创区激励和约束企业落实

环保责任，支持区域围绕绿色发展、生态保护、智能服务等方面加强企业绿色技术供给。 对于所在区

域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企业而言，国家自创区积极落实先行先试政策，通过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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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对企业开展绿色创新的支持力度相对更高，一定程度上减轻企业资金压力，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增

加［１６］。 由此，在面临较强的环保监管压力下，数字经济发展强化企业绿色创新导向，激励其从事绿色

技术创新活动的可能性更大。 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在提高环境规制管理效

率的同时，进一步以数字技术核心驱动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同理，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

提升使得国家自创区企业污染行为被社会公众的监督放大，丰富了数字经济在绿色技术创新领域的

应用，促进了绿色创新活动的开展。 因此，在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下，数字经济对国家自创区企业

绿色技术创新可能呈现门槛效应。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说 ３。
假说 ３：随着双重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

现“边际效应递增”的门槛效应。
三、 研究设计

（一） 模型构建

依据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与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构
建如下基准模型：

ｌｎＧＴＩｉｔ ＝ α０ ＋ α１Ｄｉｇｅｉｔ ＋ α∑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ｉ ＋ ｖｔ ＋ εｉｔ （１）

式（１） 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ｌｎＧＴＩ），其代理指标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

（ｌｎＮＧＴＩ） 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ｌｎＱＧＴＩ）；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Ｄｉｇｅ）；系数 α１ 的值越

大，表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越强；下标 ｉ 代表企业，ｔ 代表年份；∑Ｃｏｎｔｒｏｌ 代表

一系列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年龄（Ａｇｅ）、企业规模（Ｓｉｚｅ）、企业固定资产收益率（Ｆｔｒ）、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融资约束（ＷＷ）、产业集聚（ＨＨＩ）、科技支出（Ｒｄ）、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 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Ｐｇｄｐ）；α０ 为常数项，μｉ 为个体固定效应，ｖ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在借鉴温忠麟等［１７］中介效应检验的基础上，引入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中介变量，进一步探究

数字经济发展对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Ｍｉｔ ＝ β０ ＋ β１Ｄｉｇｅｉｔ ＋ 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ｉ ＋ ｖｔ ＋ εｉｔ （２）

ｌｎＧＴＩｉｔ ＝ γ０ ＋ γ１Ｄｉｇｅｉｔ ＋ γ２Ｍｉｔ ＋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ｉ ＋ ｖｔ ＋ εｉｔ （３）

其中，Ｍｉｔ 为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中介变量，其他变量含义均与式（１） 相同。式（２） 表示数字经济

分别对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式（３） 表示数字经济与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中介变量对企业

绿色技术创新的共同影响。
与此同时，考虑到伴随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数量与质量可能存在门槛特征，参考 Ｈａｎｓｅｎ［１８］面板数据门槛模型理论的相关研究，以正式、
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构建单门槛模型：

ｌｎＧＴＩｉｔ ＝ ζ （４）
在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数字经济发展对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可能存在多个门槛值，鉴

于此，将单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延伸至多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具体如下：
ｌｎＧＴＩｉｔ ＝ ξ０ ＋ ξ１Ｄｉｇｅｉｔ × Ｉ（Ｅｎｖｉｔ ≤ θ１） ＋ ξ２Ｄｉｇｅｉｔ × Ｉ（θ１ ＜ Ｅｎｖｉｔ ≤ θ２） ＋ …… ＋ ξｎＤｉｇｅｉｔ × Ｉ（θｎ－１

＜ Ｅｎｖｉｔ ≤ θｎ） ＋ ξｎ＋１Ｄｉｇｅｉｔ × Ｉ（θｎ ＜ Ｅｎｖｉｔ ≤ θｎ＋１） ＋ ξ∑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ｉ ＋ ｖｔ ＋ εｉｔ （５）

式（４） 与式（５） 中，Ｅｎｖｉｔ 是门槛变量，代表正式环境规制（ＥＲ）、非正式环境规制（ ＩＥＲ），θ 为待核

算的门槛值。Ｉ（ ． ） 为示性函数，若括号内的公式成立，则赋值 Ｉ（ ． ） ＝ １，否则赋值为 Ｉ（ ． ） ＝ ０，其数值

取决于门槛变量与门槛值的关系。
（二） 变量测度

１．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ｌｎＧＴＩ）
本文以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专利衡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依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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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分类绿色清单” 中涵盖的绿色专利编码，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以及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ＣＮＲＤＳ）的数据库进行绿色专利变量的比较整理与数据核算，形成国家自创区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

据。 借鉴胡江峰等［１９］的研究，将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加 １ 作对数化处理作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

（ｌｎＮＧＴＩ）的代理变量；由于企业绿色专利的授权情况更能说明企业实质性的绿色创新活动，在借鉴齐

绍洲等［２０］研究的基础上，将绿色专利授权数量加 １ 作对数化处理作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 ｌｎＱＧ⁃
ＴＩ）的代理变量。

２．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Ｄｉｇｅ）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主题的适用性，本文借鉴赵涛等［２１］ 的研究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点

阐述互联网发展现状与数字金融普惠两个层面，基于互联网普及率、相关从业人员情况、相关产出情

况、移动电话普及率和数字金融发展五个子维度，采用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人均电信业务总量、百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以及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五个实质性指标测度国家自创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在对数据标准化处理后，以此作为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
３． 中介与门槛变量：正式环境规制（ＥＲ）与非正式环境规制（ ＩＥＲ）
正式环境规制（ＥＲ）：借鉴陈诗一和陈登科［２２］的研究方法，采用文本分析法对国家自创区地方政

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减排”“绿色”“环境”等环境保护词频进行识别，以环境保护相关词频在总报告中

的比重测度正式环境规制强度。 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搜索和整理各个国家自创区地方政府每年的行

动方案和工作报告；第二，运用 Ｐｙｔｈｏｎ 将国家自创区的行动报告进行分词处理，选取与环境保护相关

的词汇；第三，获取相关环境保护词汇在总报告中的频数，将所得词汇频数综合除以该年报告语段长

度，依次得到该年份的正式环境规制强度。
非正式环境规制（ ＩＥＲ）：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其高效性与便捷性吸引社会公众倾向采用网络关注

的方式参与环境问题的治理，互联网搜索逐渐成为社会公众表达自身对环境关注的重要途径。 社会

公众对于环境信息的有关搜索行为可以直接反应其对企业环境污染行为的关注与识别，借鉴吴力波

等［２３］的研究，利用百度指数互联网分析工具，以“环境污染”作为搜索关键词获取其年度搜索指数，并
作对数化处理，得到各个国家自创区社会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关注程度来度量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

４． 控制变量

借鉴相关研究［２４］，本文基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选取控制变量。微观层面的控制变量为：企业年

龄（Ａｇｅ），企业上市年限加 １ 作对数化处理；企业规模（Ｓｉｚｅ），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企业固定资产

收益率（Ｆｔｒ），产品销售收入与固定资产平均总值的比率；资产负债率（Ｌｅｖ），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率；
融资约束（ＷＷ），借鉴 Ｗｈ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Ｗｕ［２５］ 构建的 ＷＷ 指数；产业集聚（ＨＨＩ），采用产业赫芬达尔指数。
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为：科技支出（Ｒｄ），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率；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实际外商

直接投资额占 ＧＤＰ 的比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Ｐｇｄｐ），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测度。
（三）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国家自创区沪深 Ａ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自 ２００９ 年国务院批复

同意第一个国家自创区———中关村国家自创区以来，现已设立的自创区数量达 ２３ 个。 鉴于数据的可

得性，本文重点以 ２０２０ 年前已批复建设的国家自创区为研究对象，未将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批复的长春国家

自创区、２０２２ 年 ５ 月批复的哈大齐国家自创区纳入考虑。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

产权局与 ＣＮＲＤＳ 数据，最终手工对比匹配而成。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北京大学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国家自创区统计公报。 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数据通过搜集政府工作报告中与

环境保护相关词频以及百度搜索指数概览整体年均值，手工分类汇总形成。 其他数据获取均源于

ＣＳＭＡＲ数据库。 本文剔除带有 ＳＴ 和∗ＳＴ 标识、样本量数据缺失严重的企业，对相关连续变量进行了上

下 １％的缩尾处理，获取到 １ ３５６ 家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共有 １２ ２０４ 个年度 －企业样本观察值。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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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与方差膨胀系数检验

在开展实证研究之前，本文对相关指标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各变量之间的最值差异相对较

大，具体结果如表 １ 所示。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方程中是否存在共线性问题，采用方差

膨胀系数法对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检验。 由表 ２ 数据可知，ＶＩＦ 的最大值为 ２. ３５，并且各个解

释变量的均值为 １. ３１，远小于 １０。 由此说明，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ＮＧＴＩ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 １． １１８ ４ １． ３６４ １ ０． ６９３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７． ３６３ ９
ｌｎＱＧＴＩ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 ０． ８６７ ８ １． １８１ 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６． ８９９ ７
Ｄｉｇｅ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１． ９２５ ７ ０． ７７６ ６ １． ８５３ ７ ０． ０１６ ７ ３． ９４４ １
ＥＲ 正式环境规制 ０． ００３ ５ ０． ００１ ３ ０． ００３ ５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７ ９
ＩＥＲ 非正式环境规制 ４． ０１４ ２ ０． ７８６ ０ ４． ２２８ ９ ０． ２７１ ８ ４． ９５１ ３
Ｒｄ 科技支出 ０． ０４７ ９ ０． ０２３ ８ ０． ０４８ 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 １６３ ０
Ｆｄｉ 外商投资 ０． ０３０ ３ ０． ０１８ ４ ０． ０２８ 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１９８ ０
Ｐｇｄｐ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１０９ ９００ ３６ １２４． ８９８ ８ １０６ ４００ １５ ８９５ ２０３ ５００
Ａｇｅ 企业年龄 ２． ８７５ ２ ０． ３６９ ８ ２． ９４４ ４ ０． ０００ ０ ３． ７６１ ２
Ｓａｌｅ 企业规模 ８． ５３３ ６ １． ４７１ ４ ８． ３８３ ９ １． ６４７ ８ １４． ８２１ ０
Ｆｔｒ 固定资产收益率 ０． ４８３ ８ ０． ６４２ ７ ０． ２８０ ３ ０． ００３ ６ ３． ９８３ ３
Ｌｅｖ 资产负债率 ０． ４６１ １ ０． ４５３ ６ ０． ４４５ ６ ０． ００７ ５ ２８． ５４７ ７
ＷＷ 融资约束 － ０． ９２３ ７ ０． ３１５ ３ － １． ０１２ ７ － １． ２５９ ３ － ０． ００７ ９
ＨＨＩ 产业集聚 ０． １９８ ８ ０． １７２ ８ ０． １３７ １ ０． ０４１ ２ ０． ８７８ ３

表 ２　 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系数

变量 ＶＩＦ １ ／ ＶＩＦ

Ｐｇｄｐ ２． ３５ ０． ４２５ ４
Ｒｄ ２． ０５ ０． ４８７ ３
Ｓａｌｅ １． ２３ ０． ８１５ ７
ＷＷ １． ２１ ０． ８２９ ７
ＩＥＲ １． １８ ０． ８４４ ６
ＥＲ １． １３ ０． ８８６ ２
Ａｇｅ １． １３ ０． ８８７ ２
Ｆｄｉ １． ０８ ０． ９２８ ６
Ｌｅｖ １． ０４ ０． ９６１ ６
Ｆｔｒ １． ０３ ０． ９７４ ３
ＨＨＩ １． ０１ ０． ９９３ ９
Ｍｅａｎ １． ３１

（二） 基准回归分析

数字经济对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见表 ３。
列（１）和列（３）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前提下，
数字经济对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都具有显著的

驱动效应，其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 ２９９ ５ 和 ０. ２２７ ４，通过了 １０％水平下

的显著性检验。 在加入控制变量后，表 ３ 中列（２）和列（４）的回归结

果显示，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都产生了显著的

正向效应，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能力的提升，两者的影响系数依次为 ０. ４７４ ８ 和 ０. ３６３ ６，通过了 １％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回归结果表明，国家自创区衍生的数字技术

被广泛运用到企业生产、交换、分配等各个环节，在打破企业信息交

流壁垒的同时，降低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成本和技术门槛，推
动了企业更多探索绿色的“数字 ＋ ”技术创新模式，实现了数字技术

和绿色创新融合发展，假说 １ 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
（三） 稳健性检验

借鉴王军等［２６］的研究，采用熵权法对国家自创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Ｄｉｇｅ）重新进行评估，验
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参考赵涛等［２１］的方法，借鉴 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Ｑｉａｎ［２７］的处理方式，本文进一步采用

工具变量法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①。

—０６—
①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结果未在文中列示，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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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数字经济对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ｌｎＮＧＴＩ ｌｎＱＧＴＩ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ｇｅ ０． ２９９ ５∗

（１． ９０）
０． ４７４ ８∗∗∗

（２． ９９）
０． ２２７ ４∗

（１． ７０）
０． ３６３ ６∗∗∗

（２． ７３）

Ａｇｅ ０． ２０４ ２
（１． １６）

０． ２９５ ２∗∗

（２． １６）

Ｓａｌｅ ０． ２３５ ９∗∗∗

（９． ８２）
０． １４９ １∗∗∗

（７． ０１）

Ｆｔｒ ０． ０４６ ８
（１． ４１）

０． ０５１ ８∗

（１． ６８）

Ｌｅｖ ０． ０１９ ９
（１． ５５）

０． ０２８ ４∗

（１． ７４）

ＷＷ － ０． １７６ ７∗∗∗

（ － ４． ８３）
－ ０． １５７ ７∗∗∗

（ － ５． ２７）

ＨＨＩ － ０． ０７７ ４
（ － １． ０４）

－ ０． １０７ ０∗

（ － １． ７４）

Ｒｄ １． ８６１ ２∗∗

（２． ４９）
１． ３１５ ６∗∗

（２． ２６）

Ｆｄｉ ０． ６２８ ５
（０． ７７）

０． ６２５ ６
（０． ９１）

Ｐｇｄｐ １． ０８ × １０ － ７

（０． １０）
９． ６７ × １０ － ７

（１． ０８）

＿ｃｏｎｓ ０． ５１６ ９∗∗∗

（９． ３７）
－ ２． ２０７ ０∗∗∗

（ － ４． ６１）
０． ４２９ ２∗∗∗

（９． １１）
－ １． ８６２ ４∗∗∗

（ － ４． ８８）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 ３５６ １ ３５６ １ ３５６ １ ３５６
Ｒ２ ０． １７９ ６ ０． ２１４ ４ ０． １１８ ７ ０． １４６ １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表 ４　 所处区位异质性

变量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ｌｎＮＧＴＩ
（１）

ｌｎＱＧＴＩ
（２）

ｌｎＮＧＴＩ
（３）

ｌｎＱＧＴＩ
（４）

Ｄｉｇｅ ０． ４２２ ７∗∗∗

（２． ５９）
０． ４１８ ４∗∗∗

（２． ９４）
０． ３３８ ５
（０． ８１）

０． １８４ ５
（０． ５１）

＿ｃｏｎｓ － １． ９６３ ５∗∗∗

（ － ４． １５）
－ １． ６７６ ０∗∗∗

（ － ４． ２０）
－ ３． ７２６ ２∗∗∗

（ － ３． ０４）
－ １． ９３１ ７∗∗

（ － １． ８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８５９ ８５９ ４９７ ４９７
Ｒ２ ０． ２１２ ９ ０． １５１ ７ ０． ２０８ ９ ０． １２０ 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四） 异质性分析

１． 区域层面异质性

本文将国家自创区的研究样本划分

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以检验数字经济

影响效应的区位异质性。 由表 ４ 的结果

可知，聚焦东部地区的国家自创区，数字

经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

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 ４２２ ７ 和 ０. ４１８ ４，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但对中西部地

区的国家自创区而言，数字经济的回归

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究其原因，
国家自创区不同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基

础、数字技术创新体系有所差异，使得区

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处发展阶段

不相同。 具体来看，东部国家自创区具

有优势区位条件，获取数字创新资源便

捷、集聚科技创新能力较强，释放数字技

术赋能效应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中

西部国家自创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尚

不完善，以数字经济带动园区绿色发展

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本文进一步依据国家自创区 ＧＤＰ 对

数均值将样本划分为高经济和低经济发

展水平区域。 表 ５ 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国

家自创区高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数字经济

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

依次通过 １％ 和 ５％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

验，但在国家自创区的低经济发展水平区

域，数字经济驱动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 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区域的

创新创业环境不完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不充足，造成数字经济发展动力不强劲，
难以推动绿色创新效应溢出。 相比之下，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自创区，其数

字经济创新底座更加夯实，依托“先发优

势”强化数据要素配置能力，促进企业绿

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
２． 行业层面异质性

本文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战略性和

非战略性新兴产业两个子样本。 借鉴刘

元雏和华桂宏［２８］的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分类数据源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２０１８）》和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 年修订）有关政策文件。 由表 ６ 的数据结果可知，相较于非战略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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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经济发展程度异质性

变量

高经济发展水平 低经济发展水平

ｌｎＮＧＴＩ
（１）

ｌｎＱＧＴＩ
（２）

ｌｎＮＧＴＩ
（３）

ｌｎＱＧＴＩ
（４）

Ｄｉｇｅ ０． ６９５ ２∗∗∗

（３． ０５）
０． ４８８ ０∗∗

（２． ４４）
０． ３１９ ０
（１． １８）

０． ２５６ ４
（１． １１）

＿ｃｏｎｓ － ２． ３９６ ５∗∗∗

（ － ３． ８１）
－ １． ７９８ １∗∗∗

（ － ３． ３７）
－ １． ９４３ ７∗∗∗

（ － ３． ０９）
－ １． ７６８ ６∗∗∗

（ － ３． ４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９６４ ９６４ ３９２ ３９２
Ｒ２ ０． ２０８ ６ ０． １４３ １ ０． １９１ ３ ０． １２８ 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表 ６　 行业层面异质性

变量

战略性新兴产业 非战略性新兴产业

ｌｎＮＧＴＩ
（１）

ｌｎＱＧＴＩ
（２）

ｌｎＮＧＴＩ
（３）

ｌｎＱＧＴＩ
（４）

Ｄｉｇｅ ０． ４７５ ８∗∗

（２． ０６）
０． ３８９ ３∗∗

（２． １１）
０． ４２４ ３∗∗

（２． ００）
０． ３８４ ５∗∗

（２． ０７）

＿ｃｏｎｓ － １． ９４４ ６∗∗∗

（ － ３． ２５）
－ １． ７２５ ７∗∗∗

（ － ３． １５）
－ １． ９７０ ６∗∗∗

（ － ３． １０）
－ １． ７００ ９∗∗∗

（ － ３． ５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５４４ ５４４ ８１２ ８１２
Ｒ２ ０． ２４０ １ ０． １６７ ９ ０． １８８ ２ ０． １２９ １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表 ７　 企业规模异质性

变量

大规模企业 非大规模企业

ｌｎＮＧＴＩ
（１）

ｌｎＱＧＴＩ
（２）

ｌｎＮＧＴＩ
（３）

ｌｎＱＧＴＩ
（４）

Ｄｉｇｅ ０． ５１２ ８∗∗

（２． ２１）
０． ６９３ ９∗∗∗

（３． ８６）
０． ３４０ ６∗

（１． ７９）
０． ０６１ ２
（０． ４１）

＿ｃｏｎｓ － ３． ０１０ ６∗∗∗

（ － ４． ８３）
－ ２． ８２０ １∗∗∗

（ － ４． ９１）
－ ２． ９５３ １∗∗∗

－ ６． １６
－ ２． １４６ ７∗∗∗

（ － ５． ２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８５１ ８５１ ５０５ ５０５
Ｒ２ ０． ２３２ ９ ０． １６６ ７ ０． １１７ ６ ０． ０７７ 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兴产业，数字经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

的驱动作用更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数量和质量影响系数依次为 ０. ４７５ ８ 和

０. ３８９ ３。 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重大

技术创新、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往往

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国家自

创区更倾向于向其提供物质资本、数字

技术和创新人才等支持，形成数字经济

赋能创新的竞争优势。 相比之下，非战

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主体互动程度和知识

溢出效应优势不明显，数字经济绿色创

新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
３． 企业层面异质性

以企业规模平均数作为分组依据，进
一步将样本划分为大规模与非大规模企

业两个子样本，结果详见表 ７。 在国家自

创区大规模企业样本中，数字经济发展对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效

应更强，影响系数分别为 ０. ５１２ ８ 和

０. ６９３ ９；而在非大规模企业样本下，数字

经济对企业绿色技术数量的回归系数通

过 １０％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但对企业绿

色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不显著。 通常而

言，国家自创区大规模企业拥有雄厚的资

金、充足的资源和强大的技术支持，更易

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围绕产业发展

和企业实践中的生态环境问题，积极开展

绿色技术攻关和示范应用。 对比之下，国
家自创区小规模企业的资源基础薄弱、协
同联动的技术攻关能力不强，在数字经济

发展中尚未处于显著优势地位。
五、 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检验

（一） 中介效应检验

就正式环境规制而言，表 ８ 中的回

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正式环境规制

的影响系数为 ０. ０３９ ９，通过了 １０％水平

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了数字经济发展

有助于提升正式环境规制强度。 纳入正

式环境规制中介变量后，表 ８ 中列（４）与
列（５）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国家

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

影响仍在 １％水平下显著，进一步说明正式环境规制对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部分中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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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８　 正式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

变量
ｌｎＮＧＴＩ
（１）

ｌｎＱＧＴＩ
（２）

ＥＲ
（３）

ｌｎＮＧＴＩ
（４）

ｌｎＱＧＴＩ
（５）

Ｄｉｇｅ ０． ４７４ ８∗∗∗

（２． ９９）
０． ３６３ ６∗∗∗

（２． ７３）
０． ０３９ ９∗

（１． ７９）
０． ４６１ ２∗∗∗

（２． ９５）
０． ３５７ ９∗∗∗

（２． ７１）

ＥＲ ０． ３４１ ０∗∗∗

（３． ３９）
０． １４１ ９∗

（１． ７０）

＿ｃｏｎｓ －２． ２０７ ０∗∗∗

（ －４． ６１）
－１． ８６２ ４∗∗∗

（ －４． ８８）
０． ５１９ ４∗∗∗

（７． ８２）
－２． ３８４ ２∗∗∗

（ －４． ７８）
－１． ９３６ １∗∗∗

（ －４． ９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 ３５６ １ ３５６ １ ３５６ １ ３５６ １ ３５６
Ｒ２ ０． ２１４ ４ ０． １４６ １ ０． ２６０ １ ０． ２１６ ２ ０． １４６ 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表 ９　 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

变量
ｌｎＮＧＴＩ
（１）

ｌｎＱＧＴＩ
（２）

ＥＲ
（３）

ｌｎＮＧＴＩ
（４）

ｌｎＱＧＴＩ
（５）

Ｄｉｇｅ ０． ４７５ ８∗∗∗

（２． ９９）
０． ３６５ ０∗∗∗

（２． ７３）
０． ４１７ ２∗∗∗

（３． ７８）
０． ４３４ ７∗∗∗

（２． ６７）
０． ３４８ ６∗∗

（２． ５６）

ＩＥＲ ０． ０９６ ２∗∗∗

（４． ００）
０． ０３５ ７∗

（１． ７０）

＿ｃｏｎｓ －２． １５０ ７∗∗∗

（ －４． ５５）
－１． ８１９ １∗∗∗

（ －４． ８０）
３． ４６７ ０∗∗∗

（２４． ２１）
－２． ５４０ ６∗∗∗

（ －５． ２６）
－１． ９８６ ７∗∗∗

（ －５． １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 ３５６ １ ３５６ １ ３５６ １ ３５６ １ ３５６
Ｒ２ ０． ２１１ ０ ０． １４１ ５ ０． ３４３ ４ ０． ２１６ ５ ０． １４６ 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应。 基于此，充分阐释了数字

经济发展强化了国家自创区企

业可持续性导向，促进政府环

境监管效率的提升和管理技术

的进步，助力政府由末端治理

向前端治理转变，从而促进企

业绿色技术创新。
就非正式环境规制而言，

表 ９ 中列（３） 的回归结果显

示，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非正

式环境规制强度，影响系数为

０. ４１７ ２且通过了 １％ 水平下

的显著性检验。 纳入非正式

环境规制中介变量后，由列（４）
与列（５）的结果所示，数字经济

对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数量和质量的回归系数依次

在 １％和 ５％水平下显著为正。
这说明了数字经济发展拓宽了

社会公众环境保护关注渠道，
但也间接表明部分企业因社会

公众监督压力，选择扶持表面

上的绿色技术创新，致力于追

求绿色专利申请数量的提升但

忽视开展实质性的绿色技术创

新活动。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

明，假说 ２ 得到验证。
（二） 门槛效应检验

聚焦国家自创区视域，以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值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数字经济对企业绿

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门槛效应。 在证明面板门槛效应的存在后，利用“自助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反复抽样

１ ０００次，依次估计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下的门槛值。 如表１０ 所示，在正式环境规制门槛变量下，数
字经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通过双重门槛检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通过单一门槛检验；在非

正式环境规制门槛变量下，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都通过单一门槛检验。
表 １０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门槛变量 Ｄｉｇｅ→ｌｎＧＴＩ 门槛个数 Ｆ 统计量 Ｐ 值 １％临界值 ５％临界值 １０％临界值

ＥＲ
ｌｎＮＧＴＩ

单一门槛 ９２． ７７ ０． ０００ ０ １８． ０５７ ６ １４． ０６６ ６ １１． ９５５ ４
双重门槛 １４． ８０ ０． ０６３ ３ １９． ６０４ ６ １５． ５９７ ６ １２． ６６３ ２
三重门槛 １０． １６ ０． １７６ ７ ３３． ７７０ ６ １９． ８３０ ０ １３． ６３６ ５

ｌｎＱＧＴＩ
单一门槛 １６． ５０ ０． ０４０ ０ １９． ０１２ ６ １６． １５４ １ １２． ９４９ ４
双重门槛 ７． ７１ ０． ４１０ ０ ２４． ６２０ ４ １９． ２８６ ２ １５． ９３０ ５

ＩＥＲ
ｌｎＮＧＴＩ

单一门槛 ４８． ６５ ０． ０００ ０ ２８． ４５３ ８ ２１． １３９ ７ １８． ５４０ ３
双重门槛 １０． ５８ ０． ４４３ ３ ３４． ０３４ ５ ２３． ２１６ ７ １９． ３１８ １

ｌｎＱＧＴＩ
单一门槛 ２３． ７３ ０． ０１０ ０ ２３． ０５２ ８ １８． ５６６ ７ １４． ６０５ ４
双重门槛 １０． ５８ ０． １５０ ０ ２０． ７５０ ５ １５． ５３３ ８ １３． ０６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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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１　 数字经济影响国家自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

门槛变量
ＥＲ ＩＥＲ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ｇｅ × Ｉ（ＥＲ≤０． ００１ ７） － ０． ０１２ ９
（ － ０． ０７）

Ｄｉｇｅ × Ｉ（０．００１ ７ ＜ＥＲ≤０．００５ ９） ０． ６８８ ０∗∗∗

（４． ３６）

Ｄｉｇｅ × Ｉ（ＥＲ ＞ ０． ００５ ９） ０． ８２１ ９∗∗∗

（５． ５７）

Ｄｉｇｅ × Ｉ（ＥＲ≤０． ００５ ０） ０． ４４１ ２∗∗∗

（３． ５０）

Ｄｉｇｅ × Ｉ（ＥＲ ＞ ０． ００５ ０） ０． ５２４ １∗∗∗

（４． ２２）

Ｄｉｇｅ × Ｉ（ ＩＥＲ≤２． ５５８ ７） ０． １９０ ０
（１． １５）

Ｄｉｇｅ × Ｉ（ ＩＥＲ ＞ ２． ５５８ ７） ０． ５７８ ２∗∗∗

（３． ８５）

Ｄｉｇｅ × Ｉ（ ＩＥＲ≤２． ６９７ ６） ０． ２２１ ８
（１． ５６）

Ｄｉｇｅ × Ｉ（ ＩＥＲ ＞ ２． ６９７ ６） ０． ４５２ ２∗∗∗

（３． ６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 ３５６ １ ３５６ １ ３５６ １ ３５６

Ｒ２ ０． ２０８ ３ ０． １３７ ５ ０． ２０５ １ ０． １３８ 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１． 正式环境规制的门槛

效应

表 １１ 中列（１）与列（２）
的回归结果表明，伴随正式

环境规制门槛值的提升，数
字经济对国家自创区企业绿

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

响呈现 “边际效应递增” 特

征。 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

量而言，当门槛变量正式环

境规制强度低于 ０. ００１ ７ 时，
数字经济对其影响未通过显

著性检验；当正式环境规制

强度介于门槛值０. ００１ ７ 和

０. ００５ ９ 之间时，数字经济对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

数为 ０. ６８８ ０ 且在 １％ 水平

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当正式

环境规制强度高于 ０. ００５ ９
时，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的回归系数提高为

０. ８２１ ９。 就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质量而言，当门槛变量正

式环境规制强度低于０. ００５ ０
时，数字经济对其影响系数为 ０. ４４１ ２，在 １％ 水平下显著为正；当正式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门槛值

０. ００５ ０时，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达到 ０. ５２４ １。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政府环

境监管效率的提升，助力政府由末端治理向前端治理转变，进而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２． 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

表 １１ 中列（３）与列（４）的回归结果表明，伴随非正式环境规制门槛值的提升，数字经济对国家自

创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而言，当非正式

环境规制强度低于 ２. ５８８ ７ 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对其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

高于门槛值 ２. ５８８ ７ 时，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为 ０. ５７８ ２，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正。
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而言，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低于 ２. ６９７ ６ 时，数字经济对其影响未通过显

著性检验；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高于 ２. ６９７ ６ 时，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最强且通过 １％ 水平下的显

著性检验。 在此情境下，社会公众提高了对企业环境污染行为的关注程度，利用软约束和隐形压力激

发企业依托数字技术赋能绿色创新活动。 由此，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假说 ３ 得到实证结果支持。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国家自创区沪深 Ａ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

绿色技术创新的赋能效应及传导途径，并考察了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 聚焦国家自创

区的研究结果表明：（１）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细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

和质量，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正向驱动效应更强。 （２）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

创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具体来看，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国家自创区东部地区、高经济发展水

平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大规模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 （３）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双重环境规制传导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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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在双重环境规制强度约束下，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边际效

应递增”的门槛特征。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１）做好国家自创区数字经济顶层设计，发挥数字经济的

绿色创新效应。 建立健全数字经济引领绿色创新的政策体系，培育以数据为核心要素的数字生态环

境，秉持“企业主体、先行先试”的理念，促使企业微观主体借助数字经济红利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２）优化国家自创区差异化分区施策模式，提高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普惠性。 结合国家自创区各个区

域的地理位置特点、经济发展水平，坚持因地制宜、差异化分区施策。 例如，针对长株潭、乌昌石等位

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自创区，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深化数字经济对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 （３）促进国家自创区数字技术与环境监管深度融合，激发政府统筹和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积极性。 国家自创区应提高政府环境监管力度与效率，将数字技术与治理理论融

入数字政府的建设，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提高环境监管科学性，以有效的环境约束激励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参考文献：

［１］孟韬，李东轩，赵非非． “双碳”背景下制造业企业意义导向创新生态系统构建［ Ｊ］．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２０２２，

４３（７）：１５６ １６６．

［２］ＭＡ Ｄ， ＺＨＵ Ｑ．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２， １４５： ８０１ ８１３．

［３］李三希，黄卓．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机制与证据［Ｊ］． 经济学（季刊），２０２２，２２（５）：１６９９ １７１６．

［４］ＰＡＮ Ｗ， ＸＩＥ Ｔ， ＷＡＮＧ Ｚ， ｅｔ 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ｒ ｆｏｒ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２， １３９： ３０３ ３１１．

［５］韩先锋，肖坚，董明放． 创新驱动、产权保护与数字技术创新“量质齐升”———基于多重政策组合新视角［Ｊ］． 产业经

济研究，２０２４（１）：２９ ４１ ＋ １２８．

［６］ＴＩＮＧ Ａ， ＧＲＡＹ Ｓ Ｊ．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９， ５０（９）： １６５６ １６６７．

［７］ＴＥＥＣＥ Ｄ Ｊ． Ｐｒｏｆｉ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ｗｏｒｌｄ［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８， ４７（８）： １３６７ １３８７．

［８］沈剑飞，李亚杰，王涛，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Ｊ］． 统计与信息论坛，２０２２，３７（１２）：４２ ５４．

［９］黄宏斌，刘倩茹，冯皓．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 ＋ ”是上市公司逆袭的利器吗？ ———基于自媒体新产品信息披露的

研究［Ｊ］． 外国经济与管理，２０２１，４３（５）：１３７ １５２．

［１０］肖静，曾萍，任鸽． 如何提升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 ———基于 ＴＯＥ 框架的组态研究［ Ｊ］． 科学学研究，２０２２，４０

（１２）：２１６２ ２１７２．

［１１］程广斌，吴家庆，李莹．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Ｊ］． 统计与决策，２０２２，３８（２３）：１１ １６．

［１２］茹慧超，邓峰． 数字消费与绿色创新驱动：增量与提质能否兼得？ ［Ｊ］．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４（１）：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３］ＴＥＥＣＥ Ｄ Ｊ． 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７， ２８（１３）： １３１９ １３５０．

［１４］朱于珂，高红贵，丁奇男，等． 地方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数字经济的调节效应

［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２，３２（５）：１０６ １１９．

［１５］ＺＨＡＮＧ Ｊ， ＬＩＡＮＧ Ｇ， ＦＥＮＧ Ｔ， ｅｔ 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Ｊ］．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２０， ２９（１）： ３９ ５３．

［１６］马宗国，蒋依晓．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基于 ｆｓＱＣＡ 方法的实证分析［Ｊ］．

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２３，４０（２）：５０ ５９．

—５６—



马宗国，刘亚男 数字经济、双重环境规制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１７］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Ｊ］． 心理学报，２００４（５）：６１４ ６２０．

［１８］ＨＡＮＳＥＮ Ｂ 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ｎ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ａｎｅｌ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１９９９， ９３（２）： ３４５ ３６８．

［１９］胡江峰，黄庆华，潘欣欣． 碳排放交易制度与企业创新质量：抑制还是促进［ 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０，３０

（２）：４９ ５９．

［２０］齐绍洲，林屾，崔静波． 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能否诱发绿色创新？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Ｊ］．

经济研究，２０１８，５３（１２）：１２９ １４３．

［２１］赵涛，张智，梁上坤． 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Ｊ］． 管理世界，２０２０，３６

（１０）：６５ ７６．

［２２］陈诗一，陈登科． 雾霾污染、政府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Ｊ］． 经济研究，２０１８，５３（２）：２０ ３４．

［２３］吴力波，杨眉敏，孙可哿． 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企业和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 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２，３２

（２）：１ １４．

［２４］饶萍，吴青．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Ｊ］． 统计与决策，２０２２，３８（１６）：１４２ １４６．

［２５］ＷＨＩＴＥＤ Ｔ Ｍ， ＷＵ 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ｒｉｓｋ［Ｊ］．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６， １９（２）： ５３１ ５５９．

［２６］王军，朱杰，罗茜．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演变测度［Ｊ］．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２１，３８（７）：２６ ４２．

［２７］ＮＵＮＮ Ｎ， ＱＩＡＮ Ｎ． ＵＳ ｆｏｏｄ ａｉｄ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Ｊ］．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４， １０４（６）： １６３０ １６６６．

［２８］刘元雏，华桂宏． 金融科技能否通过缓解金融错配促进企业创新可持续性———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经

验证据［Ｊ］． 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２３（４）：１２２ １３２．
（责任编辑：陈　 春；英文校对：谈书墨）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ｕ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ＭＡ Ｚｏｎｇｇｕｏ１， ＬＩＵ Ｙａｎａｎ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３２０，Ｃｈｉｎａ；
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ｉｎａｎ ２５０３５８，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ｕ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ＮＩＤＺｓ） ｉｎ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ａ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ＮＩＤＺ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ｓｈａｒｅ ｌｉｓｔｉｎｇ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０， ｗ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ｕ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ＤＺ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ｖａｒｉ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ｚｏｎ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ＮＩＤＺ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ｄｕ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ｅｓｔ，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ｕ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ＤＺ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ｔｈｅ
ＮＩＤＺ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ｐ⁃ｌｅｖｅ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ｉｔｓ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ＤＺ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ｕ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ｉｓｔ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６６—


